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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城村 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

族乡古城村东，地处珲春盆地西部图们江与珲春河

交汇处的冲积平原(图一)。遗址发现于 1996年，在

历次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佛像、瓦当、筒瓦、板瓦等遗

物。调查材料于 2015 年发表后 [1]，引起了学界关

注。有学者撰文，认为该寺庙址与同处珲春盆地的

杨木林子寺庙址均始建于高句丽时期[2]。目前，我国

境内仅此两处遗址被推定为高句丽时期寺庙址。本

文以 2015年发表的调查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，在前

人研究基础上，结合历史文献，对古城村1号寺庙址

的始建年代、出土造像年代等问题进行探讨，以求证

于方家。

图一 寺庙址位置示意图

一、历史背景

研究表明，古城村1号寺庙址所处的珲春地区原

为沃沮故地[3]，后逐步为高句丽征服[4]。以往研究多

认为，高句丽在沃沮地区的统治中心“栅城”位于珲

春地区，但具体地点存有争议，形成“珲春温特赫部

城说”“珲春萨其城说”等多种观点 [5]。在传世文献

中，多次出现关于“栅城”的记载，如《三国史记》记载

98年，高句丽太祖大王“东巡栅城”，在此狩猎、赏赐

守吏、刻石纪功[6]；217年，“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

余家来投，王纳之，安置栅城”[7]。出土文献中亦有与

“栅城”相关的记载，根据以往对洛阳出土《高质墓

志》的研究，高氏先祖为追随朱蒙王的股肱之臣，十

九代祖因与前燕作战有功被故国原王赐予铁券；高

质(626-697年)祖父高式为高句丽莫离支，高质父高

量曾任栅城都督[8]。高式担任的莫离支一职约相当

于唐代兵部尚书兼中书令，掌管内外军国大事[9]，高

量所任栅城都督应为该地区最高长官。668年，唐联

合新罗灭高句丽，文献中没有栅城地区发生大规模

战争的记载。698年，原居于营州的粟末靺鞨在牡丹

江上游流域建立政权，首领大祚荣自称“震国王”。

713年，大祚荣被唐玄宗册封为“渤海郡王”，始以“渤

海”为号。渤海国曾多次迁都，其中，785-794年，渤

海国都城为东京八连城，位于古城村1号寺庙址东北

约4公里。926年，渤海国为契丹攻灭。

综上，虽然在文献及考古发现中未发现高句丽

人向珲春地区大规模移民的线索，但可能在公元1世
纪，该地区已经成为高句丽东部重要据点，其后利用

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

及出土造像研究

蒋 璐 赵里萌 解 峰

【作者简介】蒋璐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讲师；赵里萌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讲师；解峰，吉林省文物考古

研究所副研究馆员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文物》（京）,2022.6.84～96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(批准号：17VGB013)阶段性成果。

··8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

2022.5
ARCHAEOLOGY

考 古 学

汉地移民进行了充实、开发。并且，至少在高句丽晚

期，栅城的最高长官以王室信任的贵胄充任。由此

可知，古城村1号寺庙址所处的珲春地区在被高句丽

征服之后，随着开发逐渐加强，重要性日益提高，逐

步成为政治、经济要地，并且在渤海国时期仍然占有

重要地位。

古城村 1号寺庙址中采集的遗物包括瓦当、板

瓦、筒瓦等建筑构件以及佛像残片。一般认为建筑

构件，特别是瓦当的年代可作为推定建筑年代的重

要依据。该寺庙址出土了网格纹瓦当、莲纹瓦当。

其中，网格纹瓦当当面上发现模印铭文，由于瓦当残

坏，仅存“年六月乍(作)”四字，根据当面纹饰、文字布

局推测，原应有六字，“年”前二字可能为干支。

宋玉彬以瓦当的年代学研究为基础，对该寺庙

址始建年代进行了讨论，认为寺庙址出土的网格纹

瓦当当面纹饰(图二)[10]与辽宁北票金岭寺等地点出

土的三燕时期(337-436年)瓦当(图三)相似[11]，当面带

有干支纪年这一因素则源自高句丽卷云纹瓦当，反

映出其融合了前燕、高句丽双重因素，“应该不会晚

于施一般铭文或无铭文的卷云纹瓦当”，即其制作年

代不晚于391年。结合对历史文献的梳理，推测前燕

灭亡后，前燕工匠随着僧侣进入图们江流域营建了

古城村1号寺庙址，该事件发生于“高句丽政权以国

内城为都之时”[12]。田立坤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分

析，认为前燕时期夫余人曾被虏至辽西地区，前燕灭

亡(370年)和淝水之战(383年)为这部分夫余人返回

故土创造了契机，他们来到图们江流域，建造了古城

村1号寺庙址[13]。

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高句丽“唯佛寺、神庙及王宫、

官府乃用瓦”[14]，说明瓦类建筑构件只用在佛寺、王

宫等高等级建筑上。文献中将“佛寺”列于“神庙”

“王宫”“官府”之前，或许暗示着佛寺的重要性较后

者还略有胜出。由此推测，高句丽佛寺的营建可能

与高句丽政权相关。

一般认为，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为十六国时

期，前秦、三燕佛教均对高句丽佛教产生了较大影

响[15]。文献中关于佛教通过官方渠道传入高句丽最

早、最明确的记载见于《三国史记》，该书称高句丽小

兽林王二年(372年)，前秦“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

像、经文”至高句丽[16]。该书还记载了佛教在高句丽

最初的发展情况：小兽林王五年(375年)，“始创肖门

寺，以置顺道，又创伊弗兰寺，以置阿道”[17]，推测“肖

门寺”“伊弗兰寺”应位于当时的高句丽都城——吉

林集安国内城，此事件表明高句丽开始在国家支持

下建立佛教寺院；故国壤王九年(392年)三月“下教，

崇信佛法求福”[18]；广开土王二年(393年)“创九寺于

平壤”[19]。

文献记载表明，高句丽兴建佛寺始于375年国内

城设置肖门寺、伊弗兰寺。推测兴建佛寺过程中，应

有一大批僧侣得到培养，为佛教在高句丽的传播打

下基础。故国壤王“下教崇信佛法求福”与广开土王

创立平壤九寺，应与此时期佛教僧侣的数量增加、水

图二 古城村1号寺庙址瓦当

图三 辽宁北票金岭寺瓦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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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提高有直接关联。平壤九寺的创立，标志着佛教

在高句丽政权的支持、管控之下开始由都城地区向

全国范围扩展。可以说 375-393年的十余年，是佛

教在高句丽官方支持下逐渐兴盛的阶段，政权的支

持、寺院的增加、僧侣的涌现成为佛教能在高句丽都

城以外的地区得以推广的基础与动因。

通过前文关于高句丽建筑等级、佛教发展过程

两方面的分析，在明确古城村1号寺庙址为高句丽时

期遗存的基础上，或许可对其始建情况作出进一步

推测：该佛寺是在392年故国壤王“下教崇信佛法求

福”后，在佛教由都城地区向其他地区扩展过程中，

由高句丽官方主导、三燕工匠参与修建的，始建年代

应晚于平壤九寺的建立或与之同时，即其始建年代

不早于393年。

关于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的下限，根据已

发现的考古学材料难下明确结论。一方面，学界对

辽宁发现的网格纹瓦当的具体制作年代存有争议，

形成了前燕 [20]、后燕 [21]两种观点，无法为古城村 1号

寺庙址网格纹瓦当提供更为精确的参考；另一方面，

文化因素在传播过程中，途径、路线会受到各种影

响，早期因素可能出现于晚期遗物上。若将瓦当上

的纪年铭文视为高句丽文化因素、网格纹视为三燕

文化因素，不能排除这两种文化因素出现在年代更

晚的瓦当上的可能。因此，要进一步明确古城村1号
寺庙址始建年代，除了加深对瓦当制作年代的认识

之外，还需要综合更多方面的线索，并期待新的考古

发现及相关研究的开展。

三、造像题材与年代

古城村 1号寺庙址出土造像包括砂岩质造像残

片、陶质造像残片、小型石灰岩质造像残片。砂岩质

造像残片共2件，其中1件为背屏残片；另1件仅保存

台座，台座上有双足，据残片推测可能也是背屏式造

像。此2件残片破损严重，无法推定年代。陶质造像

头部残片1件，造像面部端正，颈部粗壮，戴宝冠，形

式接近北朝晚期至隋代菩萨像或天王像。出土数量

最多的小型石灰岩质佛造像，保留了较多年代信息，

是本文主要讨论对象。由于该类造像亦破损严重，

无法进行类型学划分，以下根据残片呈现的题材进

行分析，明确造像组合。

1.单身佛坐像与二佛并坐像

小型石造像中，造像主题明确的包括单身佛坐

像 1件(96HSG I：1)(图四)[22]，二佛并坐像 1件(96HSG
I：2)(图五)[23]。其中二佛并坐像双尊结跏趺坐，长方

形台座下雕有榫头，袈裟为上衣搭肘式，下摆形成宽

大的悬裳座。与汉地佛造像中二佛并坐像不同的

图四 古城村1号寺庙址单身禅定佛坐像(96HSG I：1)

图五 古城村1号寺庙址二佛并坐像(96HSG I：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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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该造像双尊手印均为双手抚膝，左尊头光叠压右

尊头光，僧祗支形式分别为对衽、左衽交领。具备上

述特征的二佛并坐像，此前仅在距古城村1号寺庙址

约 15公里的新生寺庙址发现过(图六)[24]。新生寺庙

址二佛并坐像双尊背屏上方分为左右对称的两个瓣

尖，左右两侧顶端外缘略呈外凸状弧形、内缘呈内凹

状弧形，化生童子以造像中心为轴左右对称分布，而

非沿某一瓣尖的中轴左右对称。

古城村造像中的 3件残片上亦可以见到类似的

特点：96HSGI：5背光上部残片，残存头光上缘，其上

方及左右各见一身莲花化生，三身化生环绕头光，未

沿背光顶部中轴线对称分布(图七)[25]；97HSGI：6背光

上部残片，残存头光上缘，正面可见五身化佛，化佛

未沿背光顶部中轴线对称分布，背光外缘左侧线条

内凹、右侧线条外凸，左右亦不对称(图八)[26]；97HS⁃
GI：3背光上部残片，中部存两个主尊的头光，头光为

素面同心圆环状，左尊头光叠压右尊头光，头光外侧

为两重素面圆环，内侧为圆盘状，上施彩绘，背光右

侧边缘可见胁侍桃形头光，头光上方可见两身莲花

化生，背光顶端外缘左侧线条内凹、右侧线条外凸，

左右不对称(图九)[27]。推测这3件标本的原貌可能与

图七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(96HSG I：5)

图八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(97HSG I：6)

图九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(97HSG I：3)图六 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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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接近，也属二佛并坐像。此

外，97HSG I：7残存两个头光，呈叠压状，头光外侧为

两重素面同心圆环，中心为多重莲瓣构成的莲花纹

(图一○)[28]，头光叠压及莲瓣形态两方面特征与前述

古城村 96HSGI：2、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相同，应

系主尊而非胁侍的头光，推测该造像也是二佛并坐

像。上述 4件残片及 96HSGI：2在头光构图方式、头

光莲纹形式及背屏装饰纹样等方面各不相同，应分

属5个不同个体。

2.胁侍菩萨像

菩萨头部、身躯残片共发现8件。根据残片边缘

确认，其中6件处在造像的一侧，应为主尊胁侍像；另

2件仅存头部及头光，参考本地区出土的同类造像，

结合其体量较小这一特征，推测此2件菩萨像残片为

胁侍而非主尊的可能性较大。遗址中还出土佛头残

件 3件，应系造像主尊。上述 11件残片难以推断造

像主题。

背屏残片上的雕刻主要为火焰纹、莲花化生、千

佛三种。其中莲花化生可分三类，第一类为化佛；第

二类为化生童子；第三类96HSGI：11较为特殊，化生

头部有三个圆形发譬(图一一)[29]，其身份应有别于化

佛、化生童子。在北朝晚期汉地菩萨造像中，常见菩

萨头部有三个圆形发譬的现象，如美国芝加哥博物

馆藏西魏大统五年(539年)康生造金铜菩萨像(图一

二)[30]，推测 96HSGI：11化生头部的三个圆形物可能

是对菩萨头部发譬的简化形式，故暂将此形象称为

“化生菩萨”。

3.比较研究

古城村1号寺庙址所处的图们江流域(包括临近

的俄罗斯滨海地区楚卡诺夫卡河流域)共有7个地点

出土此类小型石造像，包括龙井仲坪寺庙址、珲春新

生寺庙址、八连城东南寺庙址、古城村1号寺庙址、杨

木林子寺庙址、五一寺庙址、克拉斯基诺寺庙址。造

像形式、雕刻风格统一，可能属于同一造像系统 [31]。

古城村1号寺庙址材料发表之前，学界曾讨论了新生

寺庙址出土造像的制作年代，形成以日本学者三上

次男等为代表的“高句丽时期”[32]说及以日本学者驹

井和爱等为代表的“渤海国时期”说 [33]两种观点，分

歧至今尚存。由于高句丽、渤海国时期佛造像发现

数量较少，且多数缺乏层位依据，造像发展序列尚未

建立，无法将古城村1号寺庙址小型石造像置于某一

序列中，故下文对造像年代的推定方式，是通过分析图一○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(97HSGI：7)

图一一 古城村1号寺庙址化生菩萨像残片(96HSG I：11) 图一二 西魏大统元年康生造菩萨像(局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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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像本身的形式、样式特征，加以与周边地区造像进

行对比研究，从造像佛衣、手印、背屏、莲花化生形式

及造像组合五方面推定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古城

村造像残破较甚，因此在讨论背屏样式、造像组合两

个因素时，将参考新生寺庙址出土的同类造像。

(1)佛衣

古城村1号寺庙址造像中，二佛并坐像96HSGI：
2双尊均着上衣搭肘式袈裟，右尊内着对衽僧祗支，

左尊着左衽僧衹支。根据以往的研究，上衣搭肘式

佛衣在北朝造像中主要流行于北魏时期[34]。该造像

左尊所着左衽交领僧祗支在汉地造像中较早的例证

可见于北魏时期关中地区造像碑，如陕西省华县瓜

坡出土的北魏朱黑奴造像碑左侧第三层龛二佛并坐

像(图一三)[35]。石窟寺造像中，笔者仅发现甘肃庆阳

北石窟寺第 224龛隋代禅定佛坐像一例(图一四)[36]。
此种僧祗支多见于已发现的高句丽造像、百济造像，

如朝鲜黄海北道出土高句丽金铜佛坐像(图一五)[37]、
韩国普愿寺出土百济金铜佛立像(图一六)[38]、韩国泰

安百济摩崖三尊像(图一七)[39]等。除了96HSGI：2之
外，古城村96HSGI：4(图一八)[40]上的千佛也使用左衽

僧祗支，反映出本地区造像流行此种佛衣。关于高

句丽、百济造像为何大量使用左衽僧祗支，费泳认为

汉地造像在传入高句丽、百济后，佛衣经历了“本土

化改造”的过程，左衽交领内衣即在此过程中出

现[41]；也有观点认为左衽僧祗支并非高句丽、百济造

图一三 北魏朱黑奴造像碑二佛并坐像

图一四 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224龛隋代佛坐像

图一五 朝鲜黄海北道出土高句丽金铜佛坐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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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的“本土化产物”，而是在不违反造像仪轨的前提

下，从汉地佛衣形式中选择了接近本地区传统服饰

的左衽形式[42]。

(2)手印

二佛并坐像96HSGI：2双尊均双手抚膝，新生寺

庙址中出土二佛并坐像均与之相同。在十六国至隋

唐汉地石窟寺造像、背屏式造像、造像碑上，结跏趺

坐并结此种印相的二佛并坐像仅见于河南博物院藏

隋开皇元年(581年)道俗五百人造像柱右侧上部下层

龛(图一九)[43]，该龛二佛均双手抚膝，与古城村1号寺

庙址、新生寺庙址发现的二佛并坐像较为接近。

(3)莲花化生

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造像上的莲花化生形象，

可分为化佛、化生童子、化生菩萨三类。其中，化佛

头部有明显肉髻，化生童子头部有对称的双髻。莲

台为仰莲形式，减地雕刻，化生凸起于背屏表面，形

式接近北朝晚期汉地金铜造像的背屏做法，如山东

诸城市博物馆藏东魏金铜菩萨立像(下页图二○)[44]。
另外，古城村 96HSGI：10(下页图二一)[45]的莲花化生

形式亦较特殊，为同一莲台上并坐两身化佛，此种图

像不见于已发表的汉地造像，佛教经典中亦无可与

之相应的内容。笔者推测这种二佛并坐莲花化生可

能与该系统造像流行二佛并坐像有关。值得关注的一

个现象是，在集安长川1号高句丽墓葬壁画[46]上发现

一座莲台上有两身化生童子的图像(下页图二二)[47]。

图一六 韩国普愿寺出土金铜佛立像

图一七 韩国泰安摩崖三尊像

图一八 古城村1号寺庙址背屏残片(96HSGI：4)

图一九 隋开皇元年道俗五百人造像柱二佛并坐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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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前者为化佛，后者为化生童子，内涵差异巨大，

但二者构图形式上可能有所关联[48]。故不能排除另

一种可能，即古城村 96HSGI：10出现一座莲台两身

化生的图像可能与高句丽佛教美术传统有关。

(4)背屏样式

古城村 1号寺庙址小型石造像中有 4件背屏残

片呈现出与新生寺庙址出土的二佛并坐像相似的特

征，其背屏可能也呈现与后者相同的顶端一分为二

的形式。类似形式在十六国至唐代背屏式二佛并坐

像中较少。汉地造像中与之接近的实例为日本私人

藏白石二佛并坐像(图二三)[49]，该造像形式应属定州

系白石佛造像系统，制作年代约在北魏正光年间

(520-525年)。

图二○ 东魏金铜菩萨立像

图二一 古城村1号寺庙址化佛像残片(96HSGI：10)

图二二 集安长川1号高句丽墓葬壁画化生童子

图二三 北魏正光年间白石二佛并坐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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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造像组合

据前述造像形式对比可知，古城村1号寺庙址小

型石造像与北魏晚期以来河北地区石造像、山东地区

金铜造像存在较大关联。结合古城村造像个体较小的

特征，推测其与定州系白石佛造像关系可能更为密切。

4.造像年代

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主尊可辨的小型石造像包

括1件单身佛坐像、5件二佛并坐像(其中4件为笔者

前文推测)，新生寺庙址出土主尊可辨造像包括1件半

跏趺坐菩萨像(图二四)[50]、17件二佛并坐像、1件单身

佛立像、3件单身佛坐像[51]。总体呈现二佛并坐像、单

身佛坐像、单身佛立像、半跏趺坐菩萨像构成的组合。

定州系白石佛造像中，东魏、北齐、隋代造像组合恰包

含上述类型，北魏、唐代造像则不包含这一组合[52]。

上文对古城村 1号寺庙址(包括新生寺庙址)小
型石造像与其他地区造像的形式对比结果表明，此

类小型石造像与 6～7世纪汉地造像、高句丽及百济

造像在造型、组合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，其中莲花

化生、背屏、造像组合三方面特征不见于渤海上京出

土造像，二佛并坐像佛衣、手印特征与渤海上京造

像，如上京出土陶佛坐像(图二五)[53]、金铜佛坐像(图
二六)[54]所代表的渤海佛像流行样式也有较大差异。

据温玉成考证，十六国时期著名僧人佛图澄的

大弟子僧朗曾接受七国赠送的金铜佛像，其中包括

“高丽像”“相国像”，“高丽”即高句丽，“相国”为“高

句丽相之国”，后者地处高句丽发祥地的辽宁省新宾

县，此次赠送佛像的时间约为 400年[55]，说明与佛教

推广的同时，高句丽开始自行制作佛像。将制作好

的佛像作为礼物赠送给汉地僧侣，可见其在制作技

术上已达相当水平。通过与汉地佛造像进行比较，

以往研究已一定程度揭示出高句丽造像演变的大致

图二四 新生寺庙址半跏趺坐菩萨像

图二五 渤海上京城出土陶佛坐像

图二六 渤海上京城出土金铜佛坐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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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律。韩国学者姜友邦曾提出高句丽造像与“中国

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隋等时期盛行的样式同时发展”的

观点 [56]。李裕群通过考古学方式，以纪年造像为标

尺，结合中原地区石窟造像发展变化规律，认为高句

丽造像“是随着(北朝)都城地区石窟造像的发展演变

而变化的”，并将高句丽佛造像分为三期，其中第一

期为 5世纪前期，第二期为 6世纪初至中期，第三期

为6世纪中期以后[57]。

综上，将造像形式分析与本文前两节的讨论结

果结合，推测这批造像制作年代为6世纪末至7世纪

初的可能性较大。但考虑到图们江流域造像的形式

演变可能较汉地造像存在一定滞后，故不排除其制

作年代略晚——即制作于高句丽灭亡至渤海国建国

之间(668-698年)或渤海国早期的可能。由造像年代

推知，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使用年代至少延续至6世
纪末至7世纪初。

四、余论

以往历史地理学研究认为珲春所处的延边地区

先后为高句丽、渤海国疆域。考古学研究则对该地

区是否存在高句丽遗存形成不同认识，争论的焦点

在于该地区发现的各类施纹板瓦的制作年代。从板

瓦凸面所见纹样看，该地区的施纹板瓦与高句丽板

瓦(以集安、平壤地区出土板瓦为代表)、渤海国早期

板瓦(以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封土出土板瓦为代表)
均有一定相似性。但根据已发现的材料，尚无法通

过考古地层学、类型学方式进行区分。针对延边地

区此种遗物的制作年代形成三种观点：第一种观点

认为制作于高句丽时期，第二种观点认为制作于渤

海国时期，第三种观点认为制作年代包括高句丽、渤

海国早期[58]。

前述宋玉彬的研究中，采取考古类型学研究方

法，对网格纹瓦当进行了年代学分析，在此基础上将

古城村1号寺庙址、杨木林子寺庙址始建年代推定为

高句丽时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两处寺庙址中均发现

了施纹板瓦，不排除其与共出的高句丽时期瓦当同

时期制作的可能。结合寺庙址造像年代，笔者倾向

认为图们江流域发现的施纹板瓦中可能包括高句丽

时期、渤海国早期两个时期的遗存。综上，加强对各

类施纹瓦件的研究并解决其年代序列、组合特征等

问题，是当前研究中区分延边地区高句丽时期与渤

海国早期遗存的关键点之一。

以往研究中，部分学者将图们江流域的小型石

造像视为制作于渤海国时期的造像，鉴于此类造像

与高句丽造像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，认定渤

海国佛造像“继承”了高句丽佛造像[59]。但据上文的

对比分析，此类造像很可能制作于6世纪末至7世纪

初，属于高句丽时期。而以渤海上京出土造像为代

表的渤海国时期佛造像整体上呈现出唐代造像特

点，与高句丽佛造像风格迥异。

高句丽、渤海国遗存分布于中国、朝鲜、韩国及

俄罗斯境内，相关研究已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

课题。对古城村1号寺庙址及明确包含高句丽、渤海

国两期遗存的杨木林子寺庙址 [60]、朝鲜梧梅里寺庙

址[61]等遗存进行深入研究，不仅是佛教历史、佛教物

质文化本身的研究，也是探讨高句丽、渤海国文化关

系的重要切入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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